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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企业数字责任的伦理决策机制
———基于吞吐量模型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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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引入吞吐量模型，提出６条关键的算法路径和伦理立场，包括道德利己主义、道义论、功利主义、相对论、美德
伦理和关怀伦理；构建人工智能企业履行数字责任的动力机制模型，明确管理者的伦理决策过程包括信息因素、感

知因素、判断因素和决策行为４个方面，据此提炼影响企业数字责任伦理决策的众多前置因素并进行实证检验。研
究结果表明，管理者人工智能伦理风险感知对企业数字责任具有显著影响，情感反应在二者之间具有中介效应。利

益相关者压力正向调节人工智能伦理风险感知通过情感反应对企业数字责任的影响，管理者海外经历正向调节人

工智能伦理风险感知通过情感反应对企业数字责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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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Ｉ）是利用计算机
技术模拟、延展和拓展人的智能和行为，在复杂多变的

环境中通过感知环境、获取知识和决策规划，根据预先

设定的算法和基于数据分析构建的计算技术而实时做

出决策，从而自动学习和适应，以及对各种情况做出精

确的响应［１］。人们对人工智能系统的不透明性质、算法

黑箱、隐私侵犯等问题的担忧，促使社会各界对人工智

能伦理和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广泛关注。在此背景下，企

业数字责任（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Ｄｉｇｉｔ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ＣＤＲ）概念
应运而生。企业数字责任是在数字技术和数据的创建

与运营方面指导组织运营的一套共同价值观和规范［２］。

因此很多公司不断探索新的方法来提高企业数字责任

计划的效率和有效性，部分研究者也从深层次挖掘企业

履行数字责任的影响因素和动力机制［２］，但都忽略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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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智能自身的技术元素对企业数字责任战略决策的影

响。

经济社会的全面数字化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组织管

理体系的重大变革。人工智能技术是促进各种商业和

企业社会责任倡议的制定和实施的有效推动者［３］。尽

管人工智能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不断深化和传

播，但采用人工智能技术促进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的情况

并不常见［４］，对企业数字责任战略的研究更是极度缺

乏。人工智能能够将企业社会责任战略与整体商业战

略紧密结合，但从企业角度采用人工智能的方法对企业

社会责任进行决策尚未引起足够的关注［５］。传统上的

人力资源管理和战略决策越来越多地由算法来做出［６］，

因此在企业社会责任战略中采用数据驱动的分析方法

也成为管理者进行决策的重要选项，但容易忽视人工智

能驱动的社会责任管理系统算法的伦理研究，这表明企

业数字责任需要一个实用的框架来评估将伦理纳入到

基于算法决策的可行性。

人工智能的深度算法使战略管理的思维正从“有限

理性”和“满意即可”过渡到“极限理性”和“最优决

策”［７］。人工智能很有可能导致商业战略制定过程的根

本性变化，人工智能算法可以结合伦理文化、决策过程

和管理者知识，以确定每种情况下最合适的企业数字责

任策略。企业数字责任的模型、方法和决策过程成为企

业在具体行为中整合伦理原则的重要参考点。因此，本

文将重点阐述基于人工智能算法的企业数字责任管理

体系，将人工智能算法伦理决策模型纳入到企业数字责

任的概念和实践中，引入由Ｒｏｄｇｅｒ等提出的吞吐量模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ｐｕｔＭｏｄｅｌ）［８］，提供六种解决企业管理决策问
题的主要伦理算法，并确定六种伦理理论，通过这些理

论明确基于算法的管理决策的驱动逻辑。

１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１１　吞吐量模型（ＴＰ模型）

吞吐量模型最早由美国学者 Ｒｏｄｇｅｒｓ提出，强调决
策者的行为方式与组织的意图和伦理立场之间的差异，

并描绘了对决策者使用的算法路径进行准确描述的重

要性［８］。吞吐量模型是一种认知模型，该模型的独特贡

献在于它阐明了影响伦理决策的几个不同途径和阶段，

解释了机器学习中的感知、信息和判断在人类决策中的

作用［９］。模型引入感知、信息、判断和决策４个主要概
念，明确它们在做出决策之前是如何相互作用的，检查

个人和组织决策的相互关联和并行过程，感知和信息会

影响判断，感知和判断还会影响决策选择，决策选择是

心理或神经途径活动的组合，这些活动识别和构造决策

情境，然后评估偏好以产生判断和选择［１］。

吞吐量模型如图１所示，共包含感知（Ｐ）、信息（Ｉ）、
判断（Ｊ）和决策（Ｄ）４个组成部分。根据该模型，感知和
信息在第一阶段形成判断，然后感知和判断再形成决

策。感知是个体根据经验、教育、培训来构建情境，感知

代表了一个人对信息进行分类的专业知识，这些信息在

人的头脑中被处理，就会形成知识。知识一旦以文本、

叙事、图形或符号的形式进行表达或呈现，就会作为信

息被传递。信息包括决策者用于解决问题的管理、经

济、政治、技术和环境信息等。信息可以不断修正决策

者的感知，决策者先前的决策也会被新的信息所替代。

人类通过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和嗅觉五种感观对信息

进行主观处理，我们的感知不断被外界信息更新。此

外，从认知角度来看，感知也影响信息，信息的进一步处

理和编码由感知决定。感知和信息相互关联，判断是感

知和信息的联合产物，包括个人实施和分析传入信息以

及感知影响的过程，通过衡量、分类和排序决策所需要

的知识和信息，最后决定采取何种行动。吞吐量模型提

供了一种更具解释性的认知模式，通过并行模式处理基

本信息的传导，完整的吞吐量模型包含多种途径产生决

策，吞吐量模型被证明有助于对组织行为、企业社会责

任、消费者行为、审计中的伦理困境等多个领域问题的

概念化［１０，１１］，这对于阐明受伦理影响的关键决策路径尤

为重要。

图
!

吞吐量模型

决策

!

判断

"

信息

#

感知

$

在吞吐量模型中，有六种算法路径受到决策者伦理

立场的影响，包括道德利己主义（Ｐ→Ｄ）、道义论（Ｐ→Ｊ
→Ｄ）、功利主义（Ｉ→Ｊ→Ｄ）、相对论（Ｉ→Ｐ→Ｄ）、美德伦
理（Ｐ→Ｉ→Ｊ→Ｄ）和关怀伦理（Ｉ→Ｐ→Ｊ→Ｄ）。六种路径
的识别有助于阻止组织由于寻求不同的伦理解决方案

而导致战略管理知识和信息出现传递和接收问题。吞

吐量模型有利于确定和解释管理者看法对企业社会责

任的影响，对决策过程和预期结果的分析使从业者了解

组织决策的途径，上述六种路径与伦理行为理论有关。

１２　人工智能企业履行数字责任的动力机制
数字责任的决策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综合以往学者

的研究，以及结合吞吐量模型在企业数字责任决策中的

应用，管理者决策过程的关键因素包括感知、信息、判断

和决策４个层面。信息和感知是相互作用的，信息可以
影响管理者如何界定问题，或者他们如何选择决策所需

的信息。第一处理阶段是决策环境的构建。这一阶段

包含管理者感知和其他内外部信息因素，这些因素可能

会影响管理者的反应及企业数字责任行为。感知是管

理者对企业环境的认知反应，信息是企业面临的内外部

环境以及管理者自身特征，判断是管理者对企业内外部

环境信息的情感反应，也包括制定解决方案和行动方

案，决策是企业的行为意图。

１３　概念模型与研究假设
１３１　人工智能对认知反应的影响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以各种方式影响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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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认知过程，Ｂｒｅｎｄｅｌ等提出人工智能伦理的管理需要
考虑３个层面的相互作用，即管理者决策要考虑伦理因
素，管理者需要一个道德参考框架，以及决策过程需要

考虑组织环境的不同层面［１２］。伦理风险考量又包括规

范伦理、应用伦理、描述性伦理和元伦理 ４个层面，因
此，伦理风险因素对企业管理决策具有重要影响。Ｓｉｔｋｉｎ
和Ｐａｂｌｏ指出个体风险感知与个体风险决策之间负相
关。据此推断，管理者伦理风险感知影响了其对企业履

行社会责任的判断［１３］。Ｃａｏ等提出的人工智能接受回
避模型明确，有一系列积极和消极因素影响企业对使用

人工智能的态度和行为意图，人工智能伦理风险是企业

数字责任决策的重要考量［１４］。风险感知有利于积极开

展人工智能技术的风险管理与评估，并制约相关政策的

制定，识别管理者对新兴技术的反应，增强管理者与公

众、政府部门之间的沟通，促进企业履行数字责任［１５］。

在人力资源管理的招聘环节也体现出了人工智能伦理

的影响，例如求职者对人工智能的伦理感知会影响组织

信任，管理者为了应对这种伦理风险对组织的影响会采

取相应负责任的举措，说明企业在何时以及如何在招聘

中使用人工智能应该谨慎决策。根据吞吐量模型中道

德利己主义伦理类型的感知（Ｐ）→决策（Ｄ）路径，管理
者决策淡化了任何相关的信息和判断，而是根据自己感

知的环境做出最大化自己利益的伦理决策，即人工智能

企业管理者基于偏好对企业环境的认知反应影响了企

业行为决策，人工智能伦理风险感知是企业数字责任决

策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１４］。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Ｈ１：人工智能伦理风险感知对企业数字责任决策具
有显著影响。

１３２　人工智能对情感反应的影响
先前的研究已经表明文化、人工智能、伦理等情境

和技术因素与管理者的心态、情感和判断之间的联

系［１６］。一些研究也证明环境因素对企业社会责任决策

的影响是由管理者情绪状态传导的［１７］。根据技术威胁

规避理论，个人对使用人工智能的感知是影响组织内实

施基于人工智能的决策系统的关键因素［１４］。技术不确

定性、数据不完整和管理错误是人工智能决策中道德风

险的主要来源，风险治理要素的干预可以有效阻断算

法、技术和数据带来的社会风险［１８］。个体对信息技术威

胁的感知会影响个体的态度和行为，学者的研究也证明

了这一观点。Ｐａｎ等的研究表明，使用人工智能驱动的
智能医疗服务的感知风险对非临床医生的态度有负面

影响［１９］，Ｓｈａｒｍａ等认为感知风险对网上银行使用意愿
产生负面影响［２０］。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影响下，具有较高

人工智能伦理风险感知的管理者更可能检索环境中的

伦理信息和评估行为的道德方面；相反，伦理风险感知

较低的管理者，对伦理相关的信息不容易关注和评价，

对承担企业数字责任不那么支持。关于环境对情绪状

态的影响，Ｍｅｈｒａｂｉａｎ和 Ｒｕｓｓｅｌｌ提出了一种环境刺激与
个体行为之间的中介关系，明确愉悦或兴奋等情绪状态

会影响个人在环境中的行为［２１］。人工智能伦理风险较

高，使得管理者的情绪状态较差，唤醒管理者承担企业

数字责任的决策。根据吞吐量模型中道义论类型的感

知（Ｐ）→判断（Ｊ）→决策（Ｄ）路径，决策者根据独立的道
德规则进行判断并做出最终决策，规则、程序、指南和法

律都包含在决策者的感知中，以便在做出选择之前进行

分析和判断［１０］。人工智能企业管理者基于规则对人工

智能伦理风险的感知进行处理，通过情感反应唤醒人工

智能企业承担数字责任的决策。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Ｈ２：人工智能伦理风险感知对情感反应具有显著影响。
Ｈ３：人工智能伦理风险感知通过情感反应对企业数

字责任决策具有间接影响。

１３３　利益相关者压力的作用
根据技术威胁规避理论，个人感知到的信息技术威

胁是由他们感知到的对信息技术的易感性以及信息技

术负面后果的严重程度决定的［２２］。人们严重担心使用

人工智能可能会做出糟糕的组织决策，并产生严重的负

面后果。因此，企业在设计、开发和应用人工智能技术

和产品过程中面临利益相关者压力。一方面，根据吞吐

量模型感知（Ｐ）→判断（Ｊ）以及感知（Ｐ）→判断（Ｊ）→决
策（Ｄ）的两条路径，说明利益相关者压力感知能够影响
情感反应和决策行为。另一方面，利益相关者压力可以

作为一种外部压力源，影响个体的认知、情感和行为。

因此可以将其作为感知（Ｐ）→判断（Ｊ）以及感知（Ｐ）→
判断（Ｊ）→决策（Ｄ）两条路径的边界条件进行阐释，这
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可以证明。从认知视角来看，利益相

关者压力是企业对外部环境认知不同，并且拥有的资源

有限，不能满足利益相关者的需求而产生的压力。从战

略管理的视角来看，利益相关者压力对企业的社会责

任、环境伦理和创新等具有重要影响［２３］。对人工智能企

业的研究也表明，媒体关注和社会信任的交互作用对人

工智能企业社会责任具有显著影响，而社会信任与人工

智能伦理风险的相关性较高，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利益相

关者压力可能对人工智能伦理风险与企业数字责任之

间的关系具有调节效应［２４］。用户对自身隐私数据的保

护意识不断增强，人工智能企业必须考虑用户的合理诉

求，评估潜在的数据泄露风险和客户的担忧。这说明用

户对隐私数据使用的担忧改变了管理者伦理风险感知

与企业数字责任的关系。

Ｈ４ａ：利益相关者压力越大，人工智能伦理风险感知
对情感反应的影响越大；

Ｈ４ｂ：利益相关者压力越大，人工智能伦理风险感知
通过情感反应对企业数字责任的影响越大。

１３４　管理者年龄和海外经历的影响
高阶梯队理论表明，由于内外部环境的复杂性，管

理者不可能对所有方面进行全面掌握，管理者的认识、

价值观和个体特征等决定了其对相关信息的解释力，管

理者特质影响了他们的战略选择［２５］。依据高阶梯队理

论，管理者年龄和海外经历等个体特质可能会影响他们

的情感反应和战略决策。一方面，管理者个体特征作为

吞吐量模型中的信息内容，对个体的感知、判断和行为

会产生影响。年龄是个体偏好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有

学者提出管理者的年龄越大，越可能采取谨慎的决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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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越重视企业的风险和伦理，企业行为倾向于符合社

会期望，情感反应和履行企业数字责任决策的可能性越

大。此外，具有海外学习和工作经历的管理者更具备对

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和认同，从而将社会责任理念融入

到企业的决策过程中，管理者海外背景对企业的创新行

为具有积极影响［２６］。高管海外经历可提高决策独特性

和差异性，进而优化企业战略决策［２５］，高管海外经历可

为企业带来前沿技术知识，显著促进企业应用数字技

术［２７］。另一方面，管理者年龄和海外经历对企业社会责

任行为的间接影响在很多研究中得以体现。例如 Ｍｅｉｅｒ
和Ｓｃｈｉｅｒ提出ＣＥＯ的年龄调节了非家族ＣＥＯ与外部企
业社会责任之间的负向关系［２８］。Ｍｉｌａｄｉ和 Ｃｈｏｕａｉｂｉ在
分析企业社会责任与银行盈余管理的关系时控制了

ＣＥＯ年龄这一关键因素，结果表明 ＣＥＯ年龄负向调节
了这一关系［２９］。Ｒｏｄｇｅｒｓ等直接利用吞吐量模型明确提
出年龄对顾客的认知反应具有显著的交互影响［１６］。据

此推断，管理者年龄作为吞吐量模型中管理者的信息因

素，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管理者年龄越大，可能越希望

企业以负责任的方式进行经营和管理，人工智能伦理风

险感知通过情感反应对企业数字责任的影响越大。肖

红军等提出管理者海外求学和工作经历对媒体关系与

人工智能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２４］。

在人工智能企业数字责任的外部规制和法律监管薄弱

和缺失的前提下，具有海外学习和工作经历的管理者，

更能反思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的伦理风险，在人工智能

算法设计和开发过程中，更能激发具有国外学习和工作

经历的管理者的情感反应，推动人工智能企业开发更为

负责的智能决策系统以及产品和服务，积极履行企业数

字责任［２４］。根据吞吐量模型中相对主义类型的信息路

径（Ｉ→Ｐ→Ｄ）、功利主义类型的信息路径（Ｉ→Ｊ→Ｄ）和
关怀伦理类型的信息路径（Ｉ→Ｐ→Ｊ→Ｄ），管理者年龄和
管理者海外经历作为吞吐量模型中的信息内容对个体

的感知、判断和决策行为会产生影响，二者对管理者的

人工智能伦理风险感知与企业数字责任决策的关系有

积极影响作用，且管理者年龄和管理者海外经历调节了

人工智能伦理风险感知通过情感反映对企业数字责任

决策的影响。鉴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Ｈ５ａ：人工智能伦理风险感知在管理者年龄与企业
数字责任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Ｈ５ｂ：利益相关者压力在管理者年龄与企业数字责
任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Ｈ６ａ：人工智能伦理风险感知在管理者海外经历与
企业数字责任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Ｈ６ｂ：利益相关者压力在管理者海外经历与企业数
字责任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Ｈ７ａ：管理者年龄调节了人工智能伦理风险感知通
过情感反应对企业数字责任的影响；

Ｈ７ｂ：管理者海外经历调节了人工智能伦理风险感
知通过情感反应对企业数字责任的影响。

研究构建的理论框架如图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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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研究设计
２１　样本和数据

本文筛选企业的主要标准是企业从事的业务范围

以及提供的产品服务具有人工智能基础、技术和应用的

特征，尤其是企业的运营过程中与大数据、云计算、算

法、算力、人机交互、虚拟现实、机器人等产品或服务紧

密结合，同时保证企业过去３年至少发布过一次社会责
任报告。因此，具有上述特征的企业均视为人工智能企

业。研究以人工智能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ＣＥＯ等高
层管理者为调研对象，通过在高校人工智能学院学习和

培训的高管，部分城市举办的人工智能企业发展研讨会

等，集中向管理者进行问卷调研，再借助一些企业高管的

引荐和介绍，对部分人工智能企业的管理者进行调研。

研究共发放正式问卷３１２份，在回收的问卷中，对
填写不完整的、任期不满半年的管理者以及企业过去３
年未发布过社会责任报告的问卷进行剔除，最终获取有

效问卷２０８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６６７％。样本企业主
要来自北京、武汉、深圳、上海、天津、杭州、广州、重庆８
个一线城市，由于这些城市具有较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

创新活力，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发展具有领先优势，受

制度约束和媒体关注度较高，重视企业数字责任信息的

披露。在２０８份有效问卷中，男性占比８８５％、女性占
比１１５％；教育程度包括大专及以下 １５４％、本科
２２６％、硕士５６７％、博士５３％；在年龄分布上，３６～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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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占比１９２％、４６～５５岁占比４６７％，５６岁及以上占比
３４１％，平均年龄达到了５１３１岁。具有海外学习或海
外工作背景的占比达到５２９％。
２２　变量测量

研究大多采用国外学者开发的成熟量表，已经在人

工智能相关问题上进行应用，并获得较高的信度和效度

水平，采用标准的“翻译－回译”程序 ，结合中国情境下
的语境进行了适当修改。所有的潜在变量采用７点Ｌｉｋ
ｅｒｔ量表进行测量，受访的管理者根据自身感受和企业的
实际情况进行回答，１代表“完全不符合（不同意）”，７
代表“完全符合（同意）”。

企业数字责任（ＣＤＲ）。借鉴 Ｌｏｂｓｃｈａｔ等［２］、Ｐｕｒｉｗａｔ
和Ｔｒｉｐｏｐｓａｋｕｌ［３０］对企业数字责任的研究，使用６个题项
对人工智能企业数字责任进行测量。

人工智能伦理风险（ＰＥＲ）。参考宋艳等［１５］、Ｃａｏ
等［１４］、Ｐａｎ等［１９］对人工智能伦理风险感知的研究，将其

分为算法风险、数据风险和技术风险，主要考量人工智

能的担忧度和危害性，共５个题项，以管理者个体主观
评价作为测量依据。

利益相关者压力（ＰＳＰ）。参照管亚梅和陆静娇［２３］对

利益相关者压力的研究，主要是从人工智能企业面临来自

七大利益相关者的压力进行分析，包括政府、媒体、客户、

员工、股东、竞争对手（同行）、社区等，共包含７个题项。
情感反应（ＥＲ）。借鉴 Ｒｏｄｇｅｒｓ等［１６］对人工智能驱

动下消费者情感反应的研究，改编成人工智能企业管理

者的情感反应，包括对人工智能技术表示担忧、不满和

沮丧三个方面，包含３个题项。
管理者海外经历（ＭＯ）。借鉴肖红军等［２４］对企业

社会责任研究中对管理者海外经历的测量，将管理者海

外经历分为海外学习经历和海外工作经历。无海外背

景设定为０，具有海外学习经历或工作经历为１，同时具
有学习和工作经历为２。

管理者年龄（ＭＡ）。以管理者的实际年龄为准，计
算时取对数进行测量。

控制变量，借鉴肖红军等［２４］等学者的研究，主要选

择性别、工作年限、企业规模和企业创新能力作为潜在

的控制变量。其中企业规模使用员工人数进行测量，通

过取对数进行计算。企业的创新能力主要通过管理者

对“与同行业的直接竞争对手相比，公司的总体创新能

力”和“实施创新的能力”两个方面进行评价，１代表非
常低，７代表非常高。
３　研究结果
３１　信度和效度分析

研究对所有变量的信度和效度进行了分析，所有变

量的一致性系数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均高于０７，表明量表具
有较高的信度水平。在正式发放问卷之前，研究由多名

专业性较强的博士生进行问卷翻译、校正和预调研，内

容效度水平较高。通过Ｈａｒｍａｎ单因素分析对样本数据
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探索性因子分析的结果显示，

未旋转的主成分分析提取特征值大于１的因子，获得第
一个共同因子对方差的贡献率为 １９４０２％，并未超过

５０％。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进行区分效度检验，研究对
企业数字责任、人工智能伦理风险、利益相关者压力、情

感反应进行了验证性因子分析，四因子模型具有较好的

拟合指数，其 χ２＝２７００９８，ｄｆ＝２５３，ＣＦＩ＝０９２，ＴＬＩ＝
０９１，ＲＭＳＥＡ＝００５，其他因子模型的拟合指数均未超
过假设模型。

３２　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的结果如表１所示。管理者海外经历

与情感反应之间的相关系数为０５１４，在１％的水平下显
著。人工智能伦理风险感知（β＝０５５４，Ｐ＜００１）和利
益相关者压力（β＝０４１６，Ｐ＜００１）与情感反应均具有
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情感反应与企业数字责任存在正相

关关系（β＝０４５７，Ｐ＜００１）。管理者年龄与各个变量
的相关系数均不显著。

３３　回归分析结果
研究采用偏最小二乘回归方法来分析模型，以了解

不同变量之间的整体关系。由于本文的假设模型涉及

多个指标的多个潜在结构，该方法已被证明在描述这种

情况下的整体关系方面特别有用。如表２所示，模型１
展示了仅有人工智能伦理风险感知的情况下，人工智能

伦理风险感知对管理者的情感反应（β４＝０２９５，Ｐ＜
００１）与企业数字责任（β５＝０３５８，Ｐ＜００１）具有显著
的积极影响，假设Ｈ１和Ｈ２是成立的。

在模型２中，人工智能伦理风险感知和利益相关者
压力对情感反应（β４＝０１１２，Ｐ＜００１；β６＝０１５３，Ｐ＜
００１）与企业数字责任（β５ ＝０３０６，Ｐ＜００１；β７ ＝
０１０６，Ｐ＜００１）均具有显著影响。路径系数显示人工
智能伦理风险感知通过情感反应对企业数字责任具有

间接影响（β＝００８６，Ｐ＜００１），研究还通过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ｐｉｎｇ方法抽取２０００次对间接效应进行检验，结果显示
人工智能伦理风险感知对企业数字责任的间接影响同

样是显著的，假设 Ｈ３成立。研究进一步引入人工智能
伦理风险感知与利益相关者压力的交互项来分析利益

相关者压力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交互项对情感

反应（β５＝０２５２，Ｐ＜００１）的影响都是显著的，假设
Ｈ４ａ成立。

研究采用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ｐｉｎｇ方法抽取２０００次检验利益
相关者压力对人工智能伦理风险感知通过情感反应对

企业数字责任的调节效应，结果如表３所示。利益相关
者压力处于３个不同水平值时，被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
仍然显著，置信区间上限和下限不包括０，表明假设Ｈ４ｂ
是成立的。

表４展示了管理者年龄和管理者海外经历（Ｉ）对人
工智能伦理风险感知／利益相关者压力（Ｐ）以及企业数
字责任（Ｄ）的影响，采用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ｐｉｎｇ方法抽取２０００次
的方法，从中可以看出，人工智能伦理风险感知在管理

者年龄与企业数字责任之间的中介作用并不显著，利益

相关者压力在管理者年龄与企业数字责任之间的中介

作用也不显著，假设Ｈ５ａ和Ｈ５ｂ并不成立。但人工智能
伦理风险感知在管理者海外经历与企业数字责任之间

具有中介作用，利益相关者压力在管理者海外经历与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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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数字责任之间具有中介作用，置信区间最大值和最小

值不包括０，假设Ｈ６ａ和Ｈ６ｂ是成立的。虽然管理者年
龄对管理者感知和决策行为的影响不显著，但管理者海

外经历的结果从总体上验证了吞吐量模型的合理性。

研究进一步检验了管理者年龄和管理者海外经历的调

节效应，从表３可知，管理者年龄被调节的中介效应并
不显著，假设Ｈ７ａ不成立；而管理者海外经历的调节效
应是显著的，表明Ｈ７ｂ成立。

表１　相关系数分析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性别 １

工作年限 ００２３ １

企业规模 ００５０ ００５３ １

企业创新能力 ００８４ －００９０ ００９８ １

管理者年龄 ００２３ １０００ ００５３ －００９０ １

管理者海外经历 －００４０ ０１０１ ００３１ －００５１ ０１０１ １

人工智能伦理风险 －００２１ ００６０ ０００９ －０１００ ００６０ ０６８６ １

利益相关者压力 ００６６ ００４１ ００６７ －００１４ ００４１ ０５４７ ０５９９ １

情感反应 －００５３ ００６８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９ ００６８ ０５１４ ０５５４ ０４１６ １

企业数字责任 －００１７ ００８３ ００５９ －００６１ ００８３ ０４４６ ０５１３ ０３９３ ０４５７ １

均值 ０８８ ２９３１ ３４９ ４０７ ５１３１ ０８６ ３５６ ３８０ ４１９ ４１０

标准差 ０３２０ ６０２７ １４０７ １９２１ ６０２７ ０８８７ １３９１ １０８７ １３７３ １３６７

　　注：代表Ｐ＜００５，代表Ｐ＜００１，下同
表２　模型参数估计

路径（回归）
模型１
仅有ＰＥＲ

模型２
ＰＥＲ和ＰＳＰ

模型３
ＰＥＲ、ＰＳＰ、交互项

管理者海外经历→情感反应（β１） ０２１１ ０２２１ ０１１３

管理者年龄→情感反应（β２） －０２０１ －０１２５ －０１０３
情感反应→企业数字责任（β３） ０２９１ ０２８２ ０２１１

人工智能伦理风险→情感反应（β４） ０２９５ ０１１２ ００８３

人工智能伦理风险→企业数字责任（β５） ０３５８ ０３０６ ０２１２

利益相关者压力→情感反应（β６） ０１５３ ０１４１

利益相关者压力→企业数字责任（β７） ０１０６ ０３６８

人工智能伦理风险×利益相关者压力→情感反应 ０２５２

Ｒ２（被解释变量）
情感反应 ０２９４ ０３０６ ０３１０

企业数字责任 ０２５１ ０２６３ ０２７４

表３　调节中介效应模型结果

调节变量
９５％置信区间 被调节的中介效应

效应值 置信区间下限 置信区间上限 效应值 置信区间下限 置信区间上限

低－利益相关者压力 ００６１ ０００２ ０１５５ ００３３ ０００６ ００９１

中－利益相关者压力 ００９７ ００３７ ０１７５

高－利益相关者压力 ０１３２ ００４６ ０２３５

低－管理者年龄 ０１３５ ００５２ ０２３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４

中－管理者年龄 ０１３５ ００５１ ０２２３

高－管理者年龄 ０１３６ ００５２ ０２３３

低－管理者海外经历 ００７３ ００２３ ０１６３ ００２３ ０００６ ００８４

中－管理者海外经历 ００１０ ００３９ ０１７８

高－管理者海外经历 ０１２４ ００５４ ０２３３

表４　间接影响的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检验结果
自变量 中介变量 因变量 直接影响 间接影响 总效应 ＢｏｏｔＬＬＣＩ ＢｏｏｔＵＬＣＩ

管理者年龄　　 人工智能伦理风险感知 企业数字责任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６ ００３８

管理者年龄　　 利益相关者压力　　　 企业数字责任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６

管理者海外经历 人工智能伦理风险感知 企业数字责任 ０２６３ ０４１４ ０６７７ ０２２６ ０６２４

管理者海外经历 利益相关者压力　　　 企业数字责任 ０４９６ ０１８１ ０６７７ ００４５ ０３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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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论与讨论
４１　研究结论与管理启示

首先，明确企业社会责任的伦理决策机制。研究将

企业社会责任的伦理决策嵌入到吞吐量模型中，总结出

基于不同伦理内容的算法路径。其次，人工智能企业数

字责任受多种因素共同影响。通过吞吐量模型的引入，

研究证明人工智能企业数字责任决策行为的影响因素

包括信息因素、感知因素和判断因素。这些影响因素为

人工智能通过算法进行决策提供了依据。最后，管理者

的感知因素和情感因素对企业数字责任具有显著影响。

通过实证研究证明管理者人工智能伦理风险感知对情感

反应和企业数字责任具有正向影响，情感反应对企业数字

责任具有正向影响，管理者在一定程度上感知的伦理风险

有助于企业履行数字责任，以及利益相关者压力正向调节

人工智能伦理风险感知对情感反应与企业数字责任的影

响。此外，在管理者个体特征方面，管理者年龄对人工智

能伦理风险感知和情感反应、企业数字责任的关系不具有

调节效应，管理者海外经历正向调节了人工智能伦理风险

感知通过情感反应对企业数字责任的影响。

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首先，将吞吐量模型引入到

企业社会责任的伦理决策机制研究中，这对于深入企业

社会责任的伦理问题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其次，

基于吞吐量模型构建人工智能企业数字责任的伦理决

策机制，推动人工智能时代企业数字责任决策行为的认

知变革。最后，实证检验人工智能企业数字责任的５条
伦理路径。研究明确人工智能伦理风险感知对情感反

应和企业数字责任的影响过程以及利益相关者压力的

调节效应，这与企业数字责任的伦理路径（Ｐ→Ｄ和Ｐ→Ｊ
→Ｄ）相匹配（道德利己主义和道义论）。此外，管理者
海外经历对情感反应的影响是显著的，并进一步影响了

企业数字责任决策，这与吞吐量模型中的功利主义伦理

相匹配（Ｉ→Ｊ→Ｄ）。研究也证实了管理者海外经历通过
人工智能伦理风险感知对企业数字责任决策的影响，这

与吞吐量模型中的相对主义是匹配的（Ｉ→Ｐ→Ｄ）。最
后，研究证明管理者海外经历通过人工智能伦理风险感

知和情感反应对企业数字责任的影响也与基于利益相

关者的关怀伦理路径相符合（Ｉ→Ｐ→Ｊ→Ｄ）。
研究的实践启示在于：首先，促进组织实践从企业

社会责任向企业数字责任转变。研究采用了一种不同

的模型来重新审视企业数字责任决策行为的伦理机制，

不同的伦理路径能够为企业履行数字责任提供有效参

考。其次，人工智能企业履行数字责任需要综合考虑信

息、感知和判断３种因素的复杂影响。通过分析人工智
能企业履行数字责任的动力机制表明，信息因素、认知

因素和判断因素包含众多因素，管理者通过自身的判断

来开展数字责任决策行为是不现实的，借助人工智能技

术的力量进行辅助决策对于企业战略的有效实施具有

重要意义。最后，企业可以通过人工智能技术为企业数

字责任决策提供支持。针对企业数字责任实践的伦理

倾向，增加管理者的伦理风险感知和利益相关者压力感

知，引导管理者的情感反应向履行数字责任的方向转变。

同时，还可以利用内外部信息对管理者的影响来促进企业

数字责任的履行，例如增加管理者的海外经历等。

４．２　研究展望
未来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首先，拓

展人工智能企业数字责任伦理机制的理论基础。需要

探索新的理论基础和模型分析人工智能企业动态发展

的企业数字责任伦理问题，为人工智能企业的数字责任

实践提供支撑和帮助。其次，开展人工智能企业数字责

任伦理决策机制的案例研究。需要基于中国本土情境

通过具体案例对不同的伦理路径进行阐释，为企业提供

切实有效的帮助。最后，开展人工智能企业数字责任伦

理机制的动态研究。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是动态变化

的，使用横截面数据进行数据检验存在局限性，未来需

要借助计算实验以及系统动力学等多元化方法开展深

入系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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